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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
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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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共和政治是怎样萌生的? 梁启超是亲历者，是见证人。中国走向共和的实践过程，就是
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这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从甲午到戊戌，是梁启超共和思想的萌芽时期，也
是中国共和的萌芽阶段。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经过反复的探索，逐渐选择了“虚君共和”，也是中国探
索“虚君共和”的实践阶段。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促成了中国的共和政治，也推动梁启超
完成了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清末民初的共和革命既深刻地塑造了梁启超的共和思想，同时也塑造了中国
共和在萌生之际的精神实质。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堪称中国走向共和政治的思想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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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当代中国数量庞大的法学专业文献中，以中国的 “共
和”为主题的学术论著却不多，① 与 “共和”这个主题的重要程度极不相称。这种关于共和的理论
贫困状况，不利于深刻地理解我们的 “国家与法”，不利于创造性地阐述当代中国 “国家与法的一般
理论”。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中国共和的萌生做一些研究，以阐释中国共和的起源。
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中国走向共和的实践过程，与梁启超走向共和的

思想历程，在时间维度上，几乎是同步展开的。中国走向共和的曲折性、复杂性，与梁启超共和思想
的曲折性、复杂性，恰好彼此呼应。一方面，中国共和的萌生过程塑造了梁启超共和思想的形成过
程; 另一方面，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活动亦反映了中国共和的萌生。这就意味着，梁启超走向共
和的思想历程，恰好可以在“词”的层面上，映照出 “物”———共和萌生的实践过程，两者之间恰
好呈现出“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因此，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恰好可以充当中国共和
萌生的思想镜像。
虽然早在 1895 年，梁启超就积极参加了抗议 《马关条约》的“公车上书”，参加了《中外纪闻》

的编辑工作，协助康有为创办了强学会，并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思想旅程。但是，1896 年也许才是梁
启超独立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标志性年份———这一年的 8 月 9 日，梁启超作为主笔的 《时务报》在
上海创刊。以这份报纸作为平台，梁启超不仅卓有成效地传播了以 “变法”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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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让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①。在此后的三
年间，梁启超通过“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湖
南应办之事”等诸多广为流传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集中论述了三个关键词: 民智、民权、民政
———梁启超牌号的“三民主义”。
把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分别阐述的民权、民智、民政归纳起来，就可以组合成为一种相互关

联的“三民主义”。三者之间，需要首先完成的任务是开民智，因为开民智是兴民权的基础和条件;
至于民政，则可以视为民权兴起之后的结果与归宿，是民权埋葬君权、民权取代君权之后的政治形
态。因而，三者的逻辑顺序，就是“三步走”: 从开民智，到兴民权，再到求民政。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梁启超早年的“三民主义”虽然不同于孙中山的以 “民族、民权、民生”

为内容的“三民主义”，但是，它却反映了梁启超在思想上走向共和的早期历程。虽然，这个阶段的
梁启超还没有直接提出 “共和”的概念与理论，但是，无论是民权、民智还是民政，其实都是共和
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都构成了支撑共和政治的基本要素。换言之，梁启超在甲午至戊戌期间论述的
“三民主义”，已经体现了共和政治的价值追求与核心内容，既反映了梁启超的共和思想在萌芽阶段
的图景，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的共和政治在萌芽阶段的图景。

一、从戊戌到辛亥: 梁启超 “虚君共和”思想的逐渐形成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中国一直有君主。但是，共和政治的因子也在逐渐萌生，一方面，民智
渐开，民权渐申。另一方面，清政府设立了仿议会性质的资政院，颁布了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再一
方面，革命党人的革命行动就像清政府的改革措施，时而兴起，时而歇息。正是在这样的走向共和的
起伏过程中，正是在这种既有君主同时也在培育共和因子的实践过程中，梁启超逐渐形成了 “虚君
共和”的思想。
在戊戌政变之前，梁启超的共和思想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萌芽状态中的 “三民主义”

却像一只目标明确的、一往无前的、已经离弦的箭: 以民智培植民权，以民权支持民政，以民政取代
君政。然而，随着 1898 年 9 月 21 日戊戌政变的发生，“新政”旋即烟消云散，梁启超从庙堂上的政
治维新者顿时变成了朝廷缉拿的政治逃亡者。从戊戌到辛亥，在十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中，梁启超的
生活世界、政治世界与思想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前简洁明快的、直线型的 “三民主义”，很
快就被“之”字型的、左右摇摆的思想困厄所取代: 时而反对共和，时而主张共和; 时而共和革命，
时而虚君共和。因而，梁启超在流亡海外 ( 主要是日本) 期间的思想探索，就给时人及后人留下了
反复无常的印象。对于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呈现出来的 “之”字型的思想历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予以叙述。
第一阶段 ( 1898 年 10 月至 1899 年 3 月) ，以民智未开为由，主张缓行“民政”。
代表性论著是 1899 年 3 月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一文。在这篇文

章中，梁启超针对“政府腐败，不复可救，惟当从民间倡自主独立之说，更造新国”的激进观点，
提出了保守而谨慎的主张: “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
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义，然当孩提之时，则不能不借父母之保
护。今日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时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
徒取乱耳……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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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 《戊戌履霜录》，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 4 册，上海: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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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落脚点是 “保皇”，旨在 “力挺”已经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其实也是在抨击当政的慈
禧、荣禄等人。在这段话以及这篇文章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梁启超所属的帝党与后党之争。就本文的
主题而言，虽然这篇文章提出了缓行 “民政”的保守观点，虽然强调了在民智未开、民力不够的情
况下不宜倡导“民政”，虽然为 “民政”泼了一盆冷水，虽然从戊戌前的 “激进”变成了戊戌后的
“缓进”。但是，这篇文章依然承认民政、民权、民智的正面价值，依然坚持从民智到民权、再到民
政的“路线图”。
第二阶段 ( 1899 年夏秋至 1903 年 4 月) ，同情革命党人，主张“改造共和政体”。
1899 年夏秋之际，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开始密切交往。由于受孙中山的影响较大，梁启超对
革命产生了认同，俨然已是革命党人的同路人。此间，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 “国事败坏至此，
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
戴，亦可举为总统。”① 显然，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共和主张。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对 “今上”继续保
持着较高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已经不再是对一个君主的认同，而主要是对一个昔日的 “维新战
友”的情感认同。1900 年，梁启超致信孙中山，又提出了一个迂回的共和方略: “夫倒满洲以兴民
政，公义也; 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云: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即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②

梁启超一方面坚信“民政”与共和( “举皇上为总统”) ，基本上同情孙中山的立场; 另一方面，
则跟他的老师康有为拉开了距离。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 “夫子谓今日 ‘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
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故
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盖 ‘自由’二字……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
之法门耳。”③

在这里，梁启超不仅重申了“兴民权”，而且还把民权与民智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颠倒: 此前在论
述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时，一直都强调民智是民权的前提条件。但此时的梁启超却倒果为因，认为只有
兴民权，才可能开民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把与民权相关联的自由作为救时的 “不二法
门”，换言之，自由主义，乃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④ 1902 年，梁启超进而提出: “专制政体者，我
辈之公敌也，大仇也!”“天之生人，权利平等”，“人之意志，各有自由”。⑤ 1903 年 4 月，梁启超又
致信朋友，说: “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⑥

这些言论表明，这个阶段的梁启超对于共和革命怀有高度的认同感。
第三阶段 ( 1903 年 6 月至 1905 年底) ，鉴于外来学说与本土现实，提出“告别共和论”。
1903 年 6 月，由于“苏报案”告密一事，⑦ 梁启超对革命党人及其政治主张失去了信心。8 月

19 日，梁启超哀叹: “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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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以“苏报案”为中心》，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02 － 105 页。



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① 11 月 18 日，他致书康有为，称 “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
也”。②

梁启超对革命党人感到失望，进而疏离革命主张，“苏报案”是一个现实的原因。相比之下，伯
伦知理、波伦哈克的政治理论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伯伦知理的政治学告诉梁启超: 共和政
体需要人民具备共和的德性，譬如，“不惜牺牲其力其财，以应国家之用; 且已籍普及之学制，常受
完备之教育”。至于美国的共和政体，“以自助及相济两主义为安居乐业之本原。共和政治之精神，
实根于此”③。波伦哈克的政治学又告诉梁启超: “共和政体，惟有一种结构特别之国家，可以行之而
无弊端。其结构云何? 则奉同一之宗教，集同一之民族，其社会上各种利害之关系，不甚冲突。而其
最要者，曰国境甚狭。”而且，“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④。
两位异域政治学家的理论学说让梁启超惊慌失措，他承认: “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今读伯

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
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因此，根本就没有建
设共和政治的前提条件; 而且，以革命的方式求共和，还会带来更多、更大的危险。“吾党之醉共和
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 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
得乱亡; 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⑤ 这就是著名的
“告别共和论”。在这个时期的梁启超看来，共和政治虽然总体上很美好，但是，它距离当时的中国
太遥远，几乎就像天边的云彩，遥不可及，只好发出“告别共和”的哀叹。此外，“最使梁感兴趣的
是伯伦知理的这一观点，即共和制度由于通常受变幻莫测的公民意愿支配，往往难以为国家提供一个

稳固的基础”⑥，这个观点让梁启超确信，以中国现有的国民状况而选择多数政体 ( 共和政体) ，是
非常危险的，因为: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
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⑦

从思想根源上看，梁启超之所以提出“告别共和论”，如上所述，有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推动作用: 一是对国内革命党人的失望，二是对国外政治学说的服膺，三是对中国国民资格、历史传
统的认知。除此之外，“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劝诫”⑧，也促成了梁启超的“告别共和”论。
第四阶段 ( 1906 年 1 月至 1907 年初) ，受笕克彦的影响，转向“开明专制论”。
1906 年初，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开明专制论”，在这篇影响颇大的文章中，梁启超主张: “与
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⑨ 何谓开明专制? 梁启超把它与野蛮专
制进行了比较和对照: “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 以所专制之客体
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譬如，“普王腓力特列曰: ‘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此语也，
则代表开明专制之精神者也”瑏瑠。换言之，执政者如能以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作为追求，就是开明专制。
为什么要实行开明专制? 梁启超提供的理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上说，君主专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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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可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变成共和立宪政体。“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
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此其理，德人波仑哈克之说，最能为
确实的证明。”① 可见，梁启超做出这个判断，源于对波伦哈克理论的服膺。第二，中国民智未开，
不可能建设共和政治。“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也。吾于是敢毅然下一断案曰:
故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政治，非可采用共和立宪制者也。”②

因而，第三，无论是通过立宪，还是通过革命，都不可能走向共和政治。因为 “宪法者，决非一纸
空文所能立，朝欲之而夕致之也……彼持极端破坏论者，乃谓于干戈倥偬、血肉狼籍、生计憔悴、神
魂骇丧之余，不数年而可以跻于完全优美之共和，一何不思之甚! 呜呼，我青年之眩于空华、困于噩
梦者，其醒耶未耶? 而附和君主立宪者，亦一若于数条宪法正文之外，更无余事，其可怜而可笑，亦

正与彼破坏论者相类”③。这就是说，借助于破坏性的革命，绝不能走向 “完全优美之共和”; 单凭
几条宪法正文，也不能实现“完全优美之共和”。之所以提出 “开明专制论”，梁启超自己承认的思
想动因是: “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
本太政宫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
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④ 按照这句 “夫子自道”，梁启超所倡导
的开明专制，实际上是对笕克彦学说的因袭，⑤ 是日本法政思想及其实践强烈影响下的产物。
第五阶段 ( 1907 年夏至 1911 年 11 月) ，根据国内政局，提出“虚君共和”。
1907 年 9 月，清政府决定设立资政院，这种形似“议院”的机构似乎让梁启超看到了新的希望。

10 月，梁启超主导的“政闻社”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梁启超为这个政治团体拟定的宣言是: “改造
政府”，“亦曰改无责任之政府为有责任之政府云尔。所谓有责任之政府者，非以其对君主负责任言
之，乃以其对国民负责任言之”⑥。这样的政府，“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立宪政治非他，即国
民政治之谓也。欲国民政治之现于实，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坠，善运用之而日向荣，则其原动力不可不
还求诸国民之自身”⑦。梁启超设想的这种政府，由于仅仅对国民负责，不对君主负责; 虽有君主，
但君主无实权———这样的政体，其实就是“虚君共和”政体。
这种“虚君共和”政体，甚至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梁启超依然念兹在兹，不忍舍弃。1911 年

11 月，亦即武昌起义的次月，梁启超写出了著名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认为，“今后新中国之
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顾等是共和政体也，其种类复千差万别，我国将何所适从，
是当胪察其利害，而慎所择也”⑧。梁启超列举了六种共和政体: 美国式的，法国式的，墨西哥式的，
瑞士式的，英国式的，澳大利亚式的。比较而言，英国式的 “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虽未敢称为
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此制滥觞英国，全由习惯积渐而成，
其后比利时著之成文宪法，遂为全欧列邦之模范”⑨。换言之，在多种共和政体中，“虚君共和政体”
实在堪称最良的共和政体。
梁启超虽然认为，“惟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 曰: 呜

呼! 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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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
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 是真可为长太息也”。①

可见，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即使梁启超承认中国应当采用共和政体，但是，他所希望的共和政体依

然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依然在为“虚君共和”之不能实行而感到遗憾、感到惋惜。梁启超对于
“虚君共和”的依恋，源于他对英式政体的一贯认同。
以上分析表明，从戊戌到辛亥，十四年间，梁启超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进行了反复的探索，走

过了一条“之”字形的思想道路。其间，既考虑过共和革命，也考虑过开明专制，但在他流亡生涯
的最后阶段，却选择了一条介于共和革命与开明专制之间的 “虚君共和”之路。梁启超这十多年间
的思想历程，正是中国在政治实践中走向 “虚君共和”的真实写照。

二、辛亥革命对梁启超共和思想的塑造

从甲午到戊戌，梁启超宣扬了他的以“民政、民权、民智”为内容的“三民主义”，但此时的梁
启超，还未正面提出共和政治的主张，只有共和思想的萌芽，原因在于，在这个阶段的中国政治实践

中，共和政治还未萌生，仅仅出现了共和政治的某些胚芽。
从戊戌到辛亥，十多年间，梁启超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虽然短暂地认同过共和革命的主张，但

是，他的主导思想还是承认君主的正当性。此间，他虽然提出了多种相异的政治方案，但基本上都是
在“虚君”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探索。根本的原因在于: 这个时期，中国走向共和的历程还处在 “虚
君”阶段。由于一直都有君主，中国的共和政治实践只能在君主存在的前提下，筹备议会，制定宪
法，逐步培育共和政治的制度因子。
只有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既促成了中国的共和政治，同时也让梁启超彻底地、义无

反顾地走向了共和，完成了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试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
如果共和政治没有形成，梁启超将会始终徘徊在君主政治的世界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及其
缔造的共和政治，乃是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津渡或桥梁。辛亥革命既然把梁启超从君主政治的思想天空
引领到共和政治的思想天空，辛亥革命的性质也就从根本上塑造了梁启超共和思想的特质。
辛亥革命的性质或特征是什么? 传统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 “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

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然而，更具体、更准确地说，“辛亥革命不是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斗争，而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自强救亡运动”，因为，“1895 年，由于日本在 《马关条约》
中割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打破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的平衡均势，引发了一场西方列强在中

国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这一严重的民族

危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这场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③。
作为一场自强救亡性质的运动，辛亥革命既促成了共和政治，也从根本上塑造了梁启超的共和思

想。因为，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本质上就是寻求自强救亡的思想历程。在上文分别阐述的三
个不同的思想段落中，梁启超对于“三民主义”的呼吁，对于 “虚君共和”的曲折探索，对于共和
政治的守护与捍卫，都包含着一个未曾改变的思想内核，那就是自强救亡。
如前所述，早在 1896 年的《古议院考》一文中，梁启超开篇就问: “泰西各国何以强?”在同年

的“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梁启超把变法的目的归结为: “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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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拒绝变法，所引起的消极后果，“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①! 换言之，只有通过变法，才可能自强，才
可能救亡，否则，将会大难临头。这些言论，极为精准地表达了梁启超在甲午至戊戌期间的心迹: 以
自强救亡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
在戊戌至辛亥期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短暂地认同过革命党人的主张。1899 年，在写给康有

为的信中，梁启超说: “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同年，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
又说: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
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② 可见，梁启超认同共和革命的理由，依然是 “挽
救危局”。
在流亡生涯的多数时期，梁启超的基本倾向是君主立宪或 “虚君共和”，但是，“虚君”的目标

依然是自强救亡。他在论及 “虚君共和”的旨意时写道: “凡立宪君主国之宪法，皆特著一条，曰:
君主无责任，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要求君主无责任? 原因就在于，“一国之元首，惟无实权
者乃可以有定位，惟无定位者乃可以有实权，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国。混而兼之，国未有能立者
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于今日物竞天择之场者也。善哉，君主无责任”③! 换言之，在列国竞争的
背景下，只有坚持“虚君”，才能让国家站立起来，才能让国家自存于物竞天择的 “新战国时代”。
梁启超认同自由，但认同自由的理由却是: 自由二字 “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梁

启超也认同法治，但认同法治的理由依然是自强救亡，因为，“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
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④。梁启超还认
同过开明专制，但开明专制的价值与功能依然在于 “救中国”——— “因陈烈士天华遗书有 ‘欲救中
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抑亦鄙人近年来所怀抱之意见也”⑤。可见，颇受世人诟病
的“开明专制论”，同样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内核，那就是“救中国”或自强救亡。
在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中，时而强调 “共和革命”，时而强调 “开明专制”，时而强调

“虚君共和”; 时而强调民权，时而强调自由，时而强调法治，走过了一条 “之”字形的思想历程。
按照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习惯于 “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⑥。然而，如果把梁启超的这种 “反
复”、“矛盾”甚至是“流质易变”的思想轨迹放置于 “自强救亡”这个平台上来观察，就可以理解
了: 他关于共和的多种取向，其实都是在 “方略”层面上的斟酌; 不同的方略都在服务于一个共同
的目标，那就是自强救亡。⑦ 换言之，梁启超的共和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以自强救亡为本位的政治法
律思想。然而，追根溯源，这种以自强救亡为本位的共和思想，绝不是梁启超从学术理论中推导出来
的，而是梁启超置身于其间的辛亥革命的自强救亡本性所塑造出来的。
辛亥革命的性质不仅塑造了梁启超共和思想的特质，辛亥革命的过程还影响了梁启超走向共和的

思想历程。
辛亥革命虽然是在 1911 年发生的，但是，孙中山的兴中会早在 1894 年就成立了，可见，辛亥革

命的种子早在甲午之年就埋下了。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前所未有地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因此，
自甲午以后，革命力量的积蓄、革命意识的深化、革命方略的调整，一直都没有间断过。换言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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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启超: 《论不变法之害》，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14 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81 页。
梁启超: 《政治学学理摭言》，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916 － 917 页。
梁启超: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1255 页。
梁启超: 《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1451 页。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3100 页。
梁启超思想的易变，其实也是情势使然。1901 年，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已有描述: “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

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
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 (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465 页) 。换言之，在“过渡时代之
中国”，旧政体已经坍塌，新政体尚未组织，一切都还在摸索之中，这样的政治背景，是梁启超反复修正自己思想的总根源。



命虽然是在辛亥之年临门一脚地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成功的背后，却经历了十多年的酝酿、曲折、
试错、奋起。可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实实在在地走过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革命道路。辛
亥革命的这一历史行程，恰好可以反映出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梁启超对共和政治的探索，同

样始于甲午之年。当孙中山在海内外为革命奔忙的时候，梁启超也在海内外广泛宣传改良与变法、积
极开展组党活动。在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有分歧，但也不乏共识，甚至还有密切的合作。当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之际，梁启超也迎来了他的英雄般的凯旋，并由此完成

了他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从酝酿到成功的实践过程，与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
历程，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梁启超共和思想的流变，正是辛亥革命的迅疾行程、清末政局的波谲云
诡塑造出来的。辛亥革命的节奏，几乎就是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节奏。
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塑造了梁启超共和思想的特质; 辛亥革命的实践过

程，就是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正是辛亥革命，从性质与过程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塑造了梁启
超的共和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及其历程，恰好可以成为辛亥革
命的一面镜子。就托尔斯泰而言，“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
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①; 同样，就梁启超而言，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
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辛亥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梁启超的共和思想虽然可以映照出辛亥革命的精神实质，但是，在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手段、

途径等方面的差异。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表明，他的核心立场是以改良的方式实现自强救亡的
目标，因而习惯于拒绝暴力革命; 但是，辛亥革命既然称之为 “革命”，既然是由革命党人主导的，
那就表明，辛亥革命包含了暴力革命的成份。从革命者的立场来看，梁启超的改良立场也许不能接
受，也许应当批判。但是，如果我们暂时不从革命者的立场来审视，那么，革命与改良也可以理解为
两种不同的手段与方法———按梁启超的说法，主要体现为两种不同的 “方略”。② 两者的终极目标其
实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自强救亡。这是我们理解辛亥革命的钥匙，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共和思想的钥
匙，同时，这还是我们理解中国共和政治在萌生之际的钥匙: 辛亥革命促成的共和政治，乃是追求自

强、寻求救亡的政治。“走向共和”的实质意义就是走向自强———这就是中国共和在萌生之际的精神
实质。

三、百年沉浮: 梁启超共和思想的意义追问

1921 年，时值辛亥革命十周年，梁启超专门发表了一个演讲，论及辛亥革命的意义: “辛亥革
命有什么意义呢? 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些什
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
的事。第一件叫作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作民主精神的自觉。”③ 那么，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我
们回望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样的追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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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列宁: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载《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69 页。
清王朝的覆灭及民国的建立，主要是革命党人革命活动的结果，但它同时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者“改良活动”的结

果。武昌起义的枪声虽然很响亮，但是，单凭武昌起义中的那几枪，并不能终结清王朝。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势力与外国势力、
革命势力与改良势力、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满族势力与汉族势力等等多种势力相互交汇、共同激荡的结果。此外，由于革命与改
良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因此，张灏认为，梁启超到底“是一位革命者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都是一个疑问，“这种现象因为
梁和他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轻率地滥用‘革命’和‘改良’的词句而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如果事先不在语义学上作一澄清，梁是
一位改良主义者还是一位革命者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回答”。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 1890—1907) 》，崔志海、葛夫平
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56 页。

梁启超: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3379 页。



首先，他强调秩序与稳定。他把国体视为“天下重器”，认为国体“可静而不可动”的观点，就
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哲学与法哲学，与 《老子》中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理念，① 可谓一脉相承。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折腾”。也许是多年的政治实践经验，也许是对世界各国政治演进过程的
反复比较，让梁启超意识到: 随意另起炉灶，随意颠覆国家的根本，随意打碎国家的整体框架，无论

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来说，都绝非幸事。因而，更值得期待的是秩序而不是动荡，是 “日常政治”
而不是“非常政治”。较之于近代中国的“长程革命”，梁启超的“求静”主张，值得认真对待。
其次，他强调改良与建设。早在戊戌政变之前，梁启超就提出了从开民智到兴民权再到求民政的

“三民主义”。这种一环扣一环的政治改良思路，着眼于理想政治的民众基础与社会条件，着眼于循
序渐进的提升，着眼于点点滴滴的进步，包含着一种稳健的法政之道。按梁启超的说法，他自己
“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
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②。这句自我总结，是对他的改良主义、建设主义共和思想的生动
诠释。正是因为立足于改良与建设，梁启超对共和政治的追求，更多地着眼于 “走向共和”的起点、
步骤、环节、方法、路径，表达了一种程序主义的共和观念，依照哈贝马斯的 “民主作为程序”的
理路，③ 不妨称之为“共和作为程序”。梁启超虽然在 “共和是什么”这个本体问题上没有给我们提
供详尽而系统的论证，但在“如何走向共和”这个程序问题、方法问题上，却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
贵的思想资源。
最后，他强调整体与系统。在梁启超的共和思想中，蕴含着一种整体主义的思路，即，共和政治

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民智的开发、民权的兴起、宪法的完善、议院的设立，尤其是对于
权力的有效制约，同时，还要考虑国家的大小、人口的多少，以及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制约性等
等，因而，仅仅是把君主的宝座掀翻，并不能得到一种理想的共和政治。正是这种整体主义、系统主
义的共和思想，让辛亥之前的梁启超对 “毕其功于一役”的共和革命抱持某种怀疑的态度; 与那些
一心想着推翻君主政治的革命党人相异的是，梁启超更多地考虑到了共和政治的相关因素或配套因

素。④ 显然，这是一种更加缜密、更加周全的共和观念。从思想渊源来看，这种整体性、系统性的共
和观念，受到了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的影响，与孟德斯鸠强调的“法的精神”⑤ 也有相通之处。概而
言之，梁启超共和思想中所蕴含的秩序观念、程序意识、整体思维，也许是这位立足于自强救亡的启
蒙思想家给我们留下来的、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倘若有意“苛求古人”，那么，从学理的层面上看，梁启超虽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 “共

和”的文字，但是，他并没有就共和这一主题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阐述; 他的几个核心观点都存
在着若干可以商议之处。
譬如，他在辛亥之后，反复强调 “共和”属于国体而非政体，这个论断就失之偏颇。因为，共

和作为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既可以描述一种国体，也可以描述一种政体。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中，就是把共和作为一种政体来研究的。⑥ 美国宪法第 4 条之第 4 项规定: “合众国应保证联邦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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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老子》第 60 章。
梁启超: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509 页。
详见喻中: 《民主作为程序———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意义》，《人文杂志》2003 年第 5 期。
美国学者沙培德的研究还表明，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其共和思想中还包含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制衡的特点，“他早先关于推

动提升国家权利的理论此时渐渐地和一种他新近了解的公共社会领域融和在一起”。详见沙培德《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 国
家与社会的制衡》，张家钟、马小泉译，《学术研究》1996 年第 6 期。

孟德斯鸠说: “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 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 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我
将研讨所有的这些关系。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详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 商务印
书馆，1961 年，第 7 页。

譬如，亚里士多德说: “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年，
第 134 页。



之共和政体”，① 言下之意，共和是一种政体。在流行的法学词典中，共和也被解释成为一种政体
———一种“注重共同福利或利益，公众人人有发言权的政体形式”②。按照孙中山的说法，“现在中
华民国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不同，专制政体之主权，为君主一人所私有，共和政体三权分立，各有

范围，三者之中尤以立法为要”③。诸如此类的代表性文本，都是把共和当作一种政体来看待。当然，
共和也可以表达一种国体，正如孙中山所言: “中华民国的国家与前清的国家不同，共和国体与专制
国体不同。中华民国的国家是吾四万万同胞的国家，前清的国家是满清一人的国家。”④ 可见，既可
以在国体层面上谈共和，也可以在政体层面上谈共和。其实，在梁启超自己的论著中，也多次使用
“共和政体”这个概念。⑤ 然而，“走向共和”之后的梁启超却把共和仅仅归属于国体的范畴，排斥
共和的政体属性，虽然事出有因，⑥ 但从学术自洽、逻辑严密的要求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
再譬如，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以为 “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

自有其途辙”。⑦ 这样的观点也有过于武断之嫌。革命造成的破坏与震荡固然存在，但是，在某种特
定的情势下，革命也可能成为改良政治、优化政治的助推器———让梁启超惊艳的美国政治就是通过革
命甚至是暴力革命 ( 独立战争、南北战争) 建立起来的。事实上，革命所具有的破坏作用，在一定
程度上，其实就像药品所具有的毒副作用一样 ( 所谓 “是药三分毒”) ，既然有毒副作用的药品在肌
体患病的情况下能够产生治疗作用，那么，有破坏作用的革命在政治肌体出现严重病变的情况下，也

可能产生积极的治疗作用。梁启超囿于改良者的立场，因噎废食，完全否认革命的正面功能，则透露
出梁启超共和思想上的某些盲区。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前半生的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枯坐书斋的专业学者。⑧ 他作为一个自强救亡

的行动家、实践者，他对于政治鼓动、社会宣传之实际效果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学术理论逻辑的追
求。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对于梁启超共和思想中的疏漏、片面、武断与矛盾，自然会多一
些同情式的理解。⑨

总之，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活动反映了其共和思想的萌生。梁启超走向共和思想的历程，恰
好可以充当中国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而共和的真正形成，是由宪法确立的，是宪政下的共和。

责任编辑: 朱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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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462 页。
沃克: 《牛津法律大词典》，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第 186 页。
孙中山: 《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的演说》，载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7 年，第 35 页。
孙中山: 《在山西实业界学界及各党派欢迎会的演说》，载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 团结出版社，1997 年，第

504 页。
譬如，前文已经述及，在 1899 年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就提出了“改造共和政体”的要求。在 1912 年的《宪法之三大精神》

一文中，更是将“共和国体”与“共和政体”两个概念同时使用。详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560 页。

梁启超“不论国体”的旨意，或许在于强调: 共和国体不能再质疑，也不容再讨论，因而可以视为一种维护共和政治的
修辞。

梁启超: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612 页。
大致说来，梁启超的前半生“以政治为业”，后半生“以学术为业”。1918 年，可以视为梁启超从“政治活动家”转向“学

者”的标志性年份。有一个细节值得在此一提: 1918 年 12 月 28 日，梁启超由上海起航，赴欧洲游历，临行之前，他“和张东荪、
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

换了一个新生命了”。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874 页。
本文赞同范忠信的说法: “在那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我们的确不能苛求梁先生和其他法学家，我们无法苛求古人。”详

见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 页。


